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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姚鼐“义理考证文章”说研究之回顾与反思

刘璐，欧明俊

（福建师范大学 文学院，福建 福州 ３５０００７）

摘要： 新时期姚鼐“义理考证文章”说研究在数量与质量方面均取得突出成就，基本围绕内涵、渊源与

传播、接受展开，兼涉该说本体及其形成、发展史，其研究态度、方法趋于理性成熟，整体朝精细化、深
入化方向发展。 论者多以“义理”为主轴，以“文章”为导向，认为此说有学科门类、治学路径、散文理

论及“学术”之一体三面这四个维度的意义。 “学问三分”体系是此说的远源，乾嘉学人的“共同命题”
是其近源，姚鼐之后不同代际的文人学者对此说亦有阐扬。 “义理考证文章”说由历代文人学者共同

创造，意涵丰富，应选取概念史的视角，将此说置于散文理论史、学术思想史的发展、演进过程中，系统

探讨不同身份、地域、阶层的个体及群体对此说的态度。 今后研究应注重回归历史、文本语境，密切结

合姚鼐的创作实践，以会通的视角深入发掘此说的内核与价值。
关键词： 新时期；姚鼐；“义理考证文章”说；回顾与反思；“桐城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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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姚鼐正式“命名”的“义理考证文章”说，是
“桐城派”一以贯之的核心理论。 本文时间范畴

“新时期”指的是 １９７８ 年以来的 ４０ 余年。 此阶

段“义理考证文章”说研究呈现出不同于前代的

新态势，不少文学史、散文史、文学批评史及“桐
城派”研究专著对“义理考证文章”说多有讨论，
海内外以此说为题的论文共计 １８ 篇，重点论及此

说者达 １７０ 余篇，但受篇幅及资料所限，本文主要

以中国大陆地区成果为考察对象。 此前学界已有

赵必俊 《 姚鼐 “ 义理、 考 据、 辞 章 ” 的 现 代 阐

释》 ［１］２－１２、 任 雪 山 《 桐 城 派 文 论 的 现 代 回

响》 ［２］３７－４９、秦威威《四十年来姚鼐研究述略》 ［３］等

对“义理考证文章”说研究有一定回顾，但总体看

来，梳理阐发有余，反思相对不足。 本文拟对新时

期姚鼐“义理考证文章”说研究进行系统梳理和

探讨，以期深化“桐城派”研究、古代散文理论史

研究、学术思想史研究。

　 　一、新时期姚鼐“义理考证文章”
说研究的动态考察

　 　 “义理考证文章”说的正式“命名权”虽属姚

鼐，却是乾嘉之际文人学者共同关心的议题，三端

之间的关系及座次是儒林、文苑争论的焦点。 不

同立场、身份的文人学人的表述多有不同，如戴震

的用语为“理义、制数、文章” ［４］，章学诚的表述是

“义理、制数、文辞” ［５］ “考订、词章、义理” ［６］ 等。
姚鼐在《述菴文钞序》《尚书辨伪序》中表达为“义
理、考证、文章” ［７］６１、２５１。 《复秦小岘书》中“义理”
仍居于首位，“考证”与“文章”次序调换。［７］１０４在

传播与接受的过程中，陈用光最早将此说转写为

“义理、考据、辞章”，《与鲁宾之书》曰：“姬传先生

尝谓‘义理、考据、辞章，三者不可缺一’。” ［８］曾国

藩的学术宗尚和文学主张受姚鼐影响甚深，《圣
哲画像记》曰：“姚先生持论闳通，国藩之粗解文

章，由姚先生启之也……姚姬传氏，言学问之途有

三：曰义理，曰词章，曰考据。 戴东原氏亦以为

言。” ［９］然姚鼐逝世时，曾国藩方垂髫之龄，他接

受姚鼐之学是受到业师唐鉴的启发。 曾国藩向唐

鉴问学，唐氏恪守程朱家法，语之曰：“当以《朱子

全书》为宗……又言为学只有三门：曰义理，曰考

核，曰文章。” ［１０］在师长的启迪下，曾国藩接受姚

鼐正式“命名”的“义理考证文章”说，将其奉为圭

臬，但在论述时却将姚鼐的用语改造为“义理考

据辞（词）章”。① “考证”与“考据”相类，指汉学

家法，即文献学功底，但姚鼐所说的“文章”并非

现代学术意义上独立的“文章”或“散文”，而是指

文辞，即学术思想的表达艺术，曾氏改造过后的

“辞（词）章”既总指诗文，又指文辞创作技巧，较
之于“文章”，范围更广。 曾国藩的“误读”广为流

传，造成后世表述上的差异，为还原姚鼐本意，本
文使用“义理考证文章”说这一提法。②

新时期“桐城派”研究渐趋繁荣，姚鼐“义理

考证文章”说研究也迎来新局面，在数量与质量

方面均有长足发展，学界讨论热点多集中于此说

的内涵、渊源与传播、接受。 ２０ 世纪 ８０ 至 ９０ 年

代可视为姚鼐“义理考证文章”说研究的第一阶

段。 此阶段的重要成果约有 ５０ 余项，特点是：以
往相对简单的评价解读模式发生转变，研究整体

回归学理层面，考察路径逐渐拓宽，研究态度趋于

理性。 不少学者注意到此说在散文理论、学术门

径等多维度的意义，兼涉该说理论本体及其形成、
发展史，为“义理考证文章”说研究繁荣期的到来

导夫先路。
新时期伊始，研究者不满于既往“义理考证

文章”说服务于封建统治的“标签”，以客观理性

的态度重新审视该说的内涵及价值。 １９７９ 年，马
茂元《桐城派方、刘、姚三家文论评述》开篇便呼

吁应以实事求是的态度评价“桐城派”散文理论

体系。 文章史料翔实，评叙结合，乃新时期最早对

“义理考证文章”说内涵进行解读的研究，论及该

说在散文理论及治学门径层面的意义，虽未完全

摆脱传统成见，但对突破长期以来的思维定式助

益良多。［１１］ １９８５ 年 １１ 月，在“桐城派”研究史上

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桐城派”国际学术讨论会召

开，海内外学者提交论文 ７１ 篇，其中，石云孙的

《义理·考据·词章》首次将“义理考证文章”说
作为专题进行研究，论及此说的近源及调和“汉
宋之争”的重要意义。［１２］

此阶段研究视角渐趋多维，不少学者将姚鼐

４０５

①
②

参见武道房《汉宋之争与曾国藩对桐城古文理论的重建》，《文学遗产》２０１０ 年第 ２ 期。
参见王达敏《姚鼐与乾嘉学派》，学苑出版社 ２００７ 年版，第 １８２－１９１ 页；王达敏《胡绳的文章论与桐城派的价值重估》，《文艺研

究》２０２４ 年第 ８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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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理考证文章”说置于散文理论史、学术思想史

中进行考察，对此说的解读更为立体多元。 如钱

穆在首版出版于 １９８９ 年的《中国史学发微》中细

致分析三端之间的关系，并指出此说多维度的意

义，极具启发性。［１３］１９９２ 年，吴孟复于《桐城文派

述论》中探讨此说不同学理层面的内涵，论证精

当，言之成理。［１４］１９９８ 年，漆永祥《乾嘉考据学研

究》辨析乾嘉考据学家的学术分类思想，深刻探

讨清代以前及乾嘉之际“义理”“考证”与“文章”
之间的争论，总结出乾嘉诸学者之说的共性与个

性。 该著内容丰富、资料翔实，对厘清“义理考证

文章”说的渊源颇有帮助。［１５］ 同年，关爱和《古典

主义的终结———桐城派与 “五四” 新文学》 出

版。［１６］１４９－１５２１９９９ 年，万奇《桐城派与中国文章理

论》问世。［１７］３１－４３以上两部专著皆材料确凿、持之

有故，从历时性角度对包括“义理考证文章”说在

内的“桐城派”理论进行系统论述，较早从传播与

接受角度探讨此说。 魏际昌《桐城古文学派小

史》 ［１８］、何天杰《桐城文派：文章法的总结与超

越》 ［１９］、王镇远《桐城派》 ［２０］、周中明《桐城派研

究》 ［２１］等都对姚鼐“义理考证文章”说有所讨论，
亦颇具洞见。

２１ 世纪以来，“义理考证文章”说研究进入第

二阶段。 此阶段特点为：研究数量呈爆发式增长，
重要成果达 ２００ 余项，研究队伍新老结合、不断壮

大，专论“义理考证文章”说的成果涌现，重点论

及“义理考证文章”说的硕博论文相继问世，整体

研究呈复合式特征，朝精细化方向发展。
随着认识层面的深化，不少研究者立足文学

本位，突破既定畛域，对“义理考证文章”说进行

深度开掘，观点深刻、见解独到之作屡现。 王达敏

《姚鼐与乾嘉学派》辑录姚鼐佚文《复林仲骞书》，
在乾嘉之际“考证”与“文章”之辨的复杂场域中，
条分缕析地阐释“义理考证文章”说的理论实质

及此说在姚鼐理论体系中的特殊地位，行文严谨

扎实，论之有据，卓见迭出，发人深省。 前人多有

忽略的“文章”与“辞章”之间的细微差异，王著在

注释部分也有分析。［２２］ 任雪山《桐城文论的现代

回响》打破新、旧文学的藩篱，梳理、分析现代学

术对“桐城派”文论的批评与转化，论及郭绍虞对

“义理考证文章”说的创造性解读，论证细致精

切。［２］３７－４９，３００－３０３蒋寅《海内论诗有正宗　 姬传身在

最高峰———姚鼐诗学品格与渊源刍论》论及姚鼐

诗学理论的学术渊源，分析“义理考证文章”说提

出的大背景与小背景，还对乾嘉学人相近学说立

论的侧重点进行辨析，令人信服。［２３］张德建《桐城

派与清代学术思想体系的历史建构》视角独到，
不落窠臼，从学术思想体系角度切入，指出“义理

考证文章”的学术系统以“文学”而主持“义理”，
以“文学”而兼及“考据”。［２４］ 朱曦林《姚鼐〈述庵

文钞序〉与乾嘉之际的考据、辞章之辨》通过对新

见姚鼐致王昶书札的考释，探讨乾嘉之际“考据”
与“辞章”的异趣和分途。［２５］ 赵建章《桐城派文学

思想研究》 ［２６］、曾光光 《桐城派与晚清学术流

变》 ［２７］、吴建民《经学与桐城派散文理论》 ［２８］、程
维《桐城派之义法与佛教》 ［２９］、蒋明恩《义理降格

与桐城派末期文学的分野》 ［３０］ 等研究角度多维，
涉及“义理考证文章”说，也有可圈点之处。

专论之作方面，罗书华《文化与文学：“义理、
考据、文章”说的双重考察》认为“义理考证文章”
说“一语双关”，深刻讨论此说在“文”与“学”层

面的意义，指出此说是古典散文学最后完成的标

志。［３１］欧明俊《姚鼐“义理考证文章”说探源》爬

梳“义理考证文章”说的远源、近源、直接资源、间
接资源，并强调此说是清代学人的共同创造，姚鼐

只是正式“命名”者，而非创造者，基本厘清此说

的来龙去脉。［３２］贾宏涛《经学与文学的共振：姚鼐

“义理、考据、文章”说申论》以《九经说》 《尚书

说》为例，将“义理考证文章”说纳入姚氏的解经

实践进行考察，强调此说为“姚鼐绾合经学层面

对戴震的回应”，是“义理考证文章”说与姚鼐创

作实践相结合角度的力作。［３３］

　 　二、新时期姚鼐“义理考证文章”
说的内涵解读研究

　 　 姚鼐“义理考证文章”说的内涵及“义理”“考
证”“文章”三端之间的关系向来是学界关注的

重点。
“义理考证文章”说不仅是姚鼐的为文之旨，

更是其学术宗仰。 成复旺等《中国文学理论史》
重视此说在散文理论层面的作用，指出“考证”是
为揭示 “义理”，二者都是助成文章之美的手

段。［３４］王镇远《桐城派》认为，从学术角度来说，
姚鼐为调和“汉宋之争”，奉行程朱之道的同时注

重经史诂训之学；从散文理论角度而言，“义理”
是立言之旨，“考证”是确凿可信的材料，“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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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字句章法，三者相济，与“道与艺合”相通。［２０］

吴孟复《桐城文派述论》揭橥“义理考证文章”说
的三层含义：“义理”指哲学，“考证”指科学，“文
章”指文学，对应学科分类；“义理”指理论，“考
证”指资料搜集，“文章”指为文之法，对应治学方

法；“义理”指宋学，“考证”指汉学，“文章”指古

文，对应学术流派。［１４］任雪山《桐城派文论的现代

回响》、江小角等《桐城文派史》回归文本语境，任
著认为“义理考证文章”说包含三个大的层面：学
与行的关系、“学问”的三个层面及关系、如何写

好文章。 在第三个层面下，“义理”“考证”都是为

“作文”服务的。［２］３７－４９江著认为“义理考证文章”
说是姚鼐学术思想的核心及文学理论的基础，
“义理”一指普遍通行的道理，二指讲求儒家经

义、探究名物道理的“学问”；“考据”即考据学；
“文章”在此处应指文学。 此说一指三种不同的

“学问”，是姚氏对儒家学术分类思考的结果；二
指为文的三个层面，即理论、考据与修辞。［３５］纵观

以上诸家所论，虽对“义理考证文章”说的理解有

细微区别，但此说意涵丰富、具有多维度阐释意义

基本为大家所公认。
“义理” “考证” “文章”三端之间的关系，学

界一直聚讼纷纭。 认为三者兼济、相辅相成者，如
程千帆于《阳湖文派研究》序中引其叔祖程颂万

之言，曰“义理所以尽性，考据所以穷理，然非辞

章则无以发其奥蕴，故三者相须而成”，并指出

“义理考证文章” 说与今人所述的真善美相

合。［３６］１强调“义理”者，如钱穆《历史与文化论丛》
说：“考据应是考其义理，辞章则是义理之发挥，
经济乃义理之实际措施，则不啻谓一切学问，皆以

义理作中心，而义理则属做人之道，仍是重人过于

重学之见解也。” ［３７］突出“文章”者，如陈平原《文
派、文选与讲学———姚鼐的为人与为文》指出，姚
鼐站在文学家立场上认为三者不可偏废，但并非

平均用力，而是纳“义理”“考证”于“文章”，实现

文质并举、理文兼至。［３８］

王运熙、顾易生主编的《中国文学批评史新

编》以“义理”为主轴，视“考证”为导向，二者与

“文章”共同作为“学问”的一部分，相互补充，不
可偏废。［３９］王达敏《姚鼐与乾嘉学派》回到历史

场景，知其人而论其学，联系外部环境及姚鼐生平

遭际、年龄变化等内部因素，深入挖掘姚鼐思想的

发展变化，指出“义理” “考证” “文章”三端皆在

躬行之下，他以距离躬行的远近评估其在“学问”
结构中的位次，“义理”离躬行为己最近，“文章”
“考证”皆在“义理”之下。［２２］ 欧明俊《“文学”流

派，还是“学术”流派？ ———“桐城派”界说之反

思》与王运熙等对三端与“学问”的关系的阐发有

一致性：论及“义理”是儒家经义，是道的层面；
“考证”是基本功，属于文献功底；“文章”是文辞，
属于学术思想的表达艺术。 三者是“学术”的一

体三面。［４０］受“纯文学”“桐城文派”等观念陶染，
现代论者多重视“义理考证文章”说在散文理论

层面的意义，然而在传统“大文学”语境下，散文

是“学术”本位，姚鼐视散文为“贯道之器”，站在

“学术”的立场上提出此说，认为“学术”包含“义
理”“文章”“考证”。 跳出“纯文学”藩篱，从“学
术”这一更高视角审视姚鼐此说无疑是具有积极

意义的。
不少学者结合现代学术思想对姚鼐“义理考

证文章”说进行阐发，成果颇丰。 钱穆《中国史学

发微》认为此说一指“学问”门类，分别与文学、史
学、哲学相对，一指“学问”成分，任何“学问”都包

括“义理”“考证” “文章”三要素，并将该说视为

治史的重要方法，指出“义理教我们德行，辞章培

养我们情感，考据增进我们之知识”。［１３］ 刘进、涤
生《义理·考据·辞章的现代学术方法论意

义》 ［４１］、钟扬《兼容·兼济·兼美———姚鼐古文

理论及其文化背景简说》 ［４２］、冯天瑜《治学三门

径：义理、考据、辞章》 ［４３］ 等亦有相关阐释。 这类

成果对姚鼐“义理考证文章”说作了创造性“误
读”，在当下文化、文学语境中“接着讲”，为此说

注入新的内涵，延伸了内在生命。
要之，新时期众学者所论各有侧重，多以“义

理”为主轴，以“文章”为导向。 综合诸家之见，
“义理考证文章”有以下四个学理层面的意义：第
一，指学科门类，基本与现代学科体系中的哲学、
史学、文学相对应；第二，对应理论、考据、文法三

种治学方法或治学路径；第三，指散文理论，“义
理”与“考证”的目的和归宿都是“文章”，具有指

导文学创作的功用；第四，“义理”“考证” “文章”
为“学术”的一体三面，是“学术”之下的子概念。
姚鼐重视 “义理”，兼及 “考证”，同时不废 “文

章”，既调和“汉宋之争”，回应时代挑战，反拨学

术流弊，又为文章之学张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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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新时期姚鼐“义理考证文章”
说渊源与传播及接受研究

　 　 “义理考证文章”说渊源有自，非姚鼐独创。
因该说具备经典理论特质，姚鼐之后不同代际的

文人学者对其多有阐扬。 新时期诸位学者继续上

溯其源，下究其流，探讨该说的渊源与传播及接

受，围绕这一论题各有斩获。
渊源研究方面，“义理考证文章”说有近源，

有远源，有直接资源，有间接资源，是历代文人学

者的共同创造。 石云孙《义理·考据·词章》述

评乾嘉儒林、文苑围绕“义理” “考证” “文章”之

间的论争，涉及此说的近源。［１２］刘守安《姚鼐的文

章论》简要述及姚鼐提出“义理考证文章”说是受

程颐、戴震“学问”分类思想的影响。［４４］ 关爱和

《古典主义的终结———桐城派与“五四”新文学》
梳理“文道论”发展流变史，将此说溯源至唐宋

“古文运动”，兼论及此说的近源，强调姚鼐虽与

戴震等“同言学问三事善用相济之道”，但其目的

在为文章之学张目。［１６］１３８－１５２ 周中明 《桐城派研

究》重点论述“义理考证文章”说的近源，认为此

说是黄宗羲、戴震、袁枚、章学诚等学者文人的共

同主张。 周著还基于各家立场，辨析其理论的侧

重点，指出黄宗羲、戴震重在论学，姚鼐重在治文，
与关著同样重视此说散文理论层面的价值。［２１］ 漆

永祥《乾嘉考据学研究》回顾学术史发展、演进历

程，指出“义理”与“考证”之争萌于先秦，成于两

汉，分途于宋，而后详细梳理乾嘉之际学者文人的

“义理”“考证” “文章”之辨，认为三者兼善是诸

儒之理想，为便于观览，还将乾嘉诸学者之说整理

列表。 漆著不囿成说，析理透辟，对“义理考证文

章”说的远源、近源皆有系统而深刻的阐发，为学

者进一步研究提供便利。［１５］ 万奇《桐城派与中国

文章理论》立论新颖别致，将“义理考证文章”说

纳入作者修养论范畴，将其渊源上溯至先秦诸子，
认为此说是方苞“义法”说的拓展。［１７］３１－３６

王达敏《姚鼐与乾嘉学派》细致梳理、分析四

库馆时期与乾嘉之际“义理”“考证”及“文章”之
间错综复杂的学术论争，强调戴震是乾嘉学坛最

早明确将“学问”分为“义理、考据、辞章”三途者，
姚鼐、章学诚等多在其笼罩下运思，并指出姚鼐通

过袁枚、章学诚“预闻并涉足”学坛“词章”与“考
据”之辩，所论大有见地，是极有分量的专著。［２２］

欧明俊受王著启发，于《姚鼐“义理考证文章”说

探源》中梳理姚鼐“义理考证文章”说形成历程，
指出姚鼐之前的历代文人学者对学术体系的阐发

构成此说的学术资源；清中叶学者文人中，刘大

櫆、戴震的贡献最大，袁枚、章学诚也与姚鼐同时

甚至更早做出各自独特贡献。［３２］

传播与接受研究方面，新时期部分论者虽有

涉及，但整体略显零散琐碎，不够系统完整。 姚

莹、方东树、曾国藩、吴汝纶、方宗诚、吴孟复等

“桐城派”传人，对此说的接受备受学界关注。 汪

孔丰《姚莹“经济”说新探》分析姚莹自“义理考证

文章”说发展而来的“义理、经济、文章、多闻”的

内涵及影响［４５］；王达敏《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桐

城派》论及“桐城派”最后一位大师吴孟复将“义
理”“考证”“文章”躬行于治学、治世中［４６］。 曹虹

《阳湖文派研究》 ［３６］８５－８６、杨旭辉 《阳湖文派研

究》 ［４７］、曾光光《桐城派与晚清文化》 ［４８］、萧晓阳

《近代桐城文派研究》 ［４９］等论著同样有所涉及。
在“桐城后学”群体中，曾国藩对此说的改造

更成为学界探讨的重点。 万奇《桐城派与中国文

章理论》在爬梳此说渊源的基础上，述及“义理考

证文章”说为方东树、姚莹、曾国藩所承继，衍生

出“三本说”及“四学说”两条路径。［１７］３６－３７关爱和

《古典主义的终结———桐城派与“五四”新文学》
梳理曾国藩、吴汝纶的学术思想发展历程，指出二

人因时因势而变，在师缘、业缘影响下，重新解释

“义理”“考证” “文章”三端，并对此说进行阐发

与改造，缓解思想文化领域对“桐城派”的种种压

力。［１６］１５２－１６６ 刘来春 《曾国藩对桐城派文论的发

展》 ［５０］、李和山《曾国藩对姚鼐学术思想、古文理

论的改造与创新》 ［５１］、武道房《汉宋之争与曾国

藩对桐城古文理论的重建》 ［５２］ 等专论曾国藩对

“桐城派”代表文论的改造与创新。 综合以上诸

家之见，曾国藩受唐鉴的启发，秉持“一宗宋儒，
不废汉学”的治学主张，于“义理考证文章”之外

增添“经济”一端，赋予“义理” “经济”新的内容

和时代精神，为散文发展开辟新路。
综合看来，究其渊源，在“孔门四科”基础上

由历代文人学者“层累性”创造的“学问三分”体
系构成了姚鼐“义理考证文章”说的远源；乾嘉之

际，袁枚、戴震、章学诚等人的“命题”构成姚鼐

“义理考证文章”说的近源，充分表现出清代学术

“集大成”的特色。 考其传播与接受，姚鼐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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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用光、姚莹、方东树、曾国藩、吴汝纶、方宗诚、吴
孟复等不同代际的学者文人对“义理考证文章”
说或阐发，或增补，将此说躬行于治学、治世中。

　 　四、新时期姚鼐“义理考证文章”
说研究之反思与展望

　 　 新时期学界以客观理性的态度将“桐城派”
研究持续推进，直接推动“义理考证文章”说研究

的深入。 在看到可喜进展的同时，问题与不足也

同样存在，有必要对新时期的“义理考证文章”说
研究进行学理性反思。
　 　 （一）反思

姚鼐虽是“义理考证文章”说的正式“命名

者”，但此论非其独创，而是在历代文人学者讨论

的基础上的进一步阐发，在肯定姚鼐的突出贡献

之时，也应尊重其他文人学者的诠解。 作为“层
累性”创造，此说正式提出后，经由后世论者或阐

发或增补，最终成为经典命题。 从动态角度爬梳

此说经典化的过程，学界或可加强探讨。
传统“大文学”观念视域下，散文不仅是“纯

文学”文体，同时也是“文章”文体，是超越“文学”
的“文化”文体。 姚鼐的“文章”观念是“学术”本
位，他并非站在纯粹的“古文”立场上来宣扬“义
理考证文章”说。 此说具有学科门类、治学路径、
散文理论等多维度意义，应充分予以体认。

姚鼐“义理考证文章”说的传播与接受研究

多为个案且集中于曾国藩、吴汝纶等影响力较大

的“桐城派”名家，未有系统的专论之作，整体流

于零散、琐碎。 从历时性角度而言，学界多将目光

投向姚鼐“义理考证文章”说在当代及后世的传

播与接受，鲜有学者系统、深刻地论述姚鼐生前时

人对此说的态度；从共时性角度而言，对姚鼐“义
理考证文章”说的接受、延续并非“桐城派”内部

专利，不少非“桐城派”文人学人也有扬阐，在此

说发展、传播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的文人也应纳

入考察范围。
文学研究不能脱离文本语境，姚鼐强调“躬

行为己”，“义理考证文章”说与其创作实践关系

密切。 学界对此已有一定关注，但多“扎堆”于

《登泰山记》这一山水游记名篇，不乏流于表面、
陈陈相因之作，学界对“义理考证文章”说的研究

尚未结合姚鼐整体的创作实践。

　 　 （二）展望

学者重学，文家重文，不同代际、不同身份的

文人学人不断对“义理考证文章”说进行发展创

新，该说的价值产生于历代文人学者的“建构”与
“追认”过程中。 学界可尝试选取概念史的视角，
以更开放的思路，结合政治、社会、文化之间的深

层互动，深入辨析“义理考证文章”说在不同时期

内涵、外延的演变，“全息性”还原该经典理论的

经典化过程。
“义理考证文章”说具有多维度意义，不仅能

指导文学创作实践，还可开示途辙，启发学术门

径，更与真善美的操守品行相合。 该说具备丰厚

的文学价值、学术价值及文化价值，其提出、形成、
发展可折射学术思想史、古代文化史的发展演进，
体现中华文化精意，是了解传统学术分类、中国传

统文化基本结构的一把钥匙，为当下学科分类、学
术研究等提供借鉴与参考。 应充分体认和挖掘古

代“大文学”文章观念下，此说承载的丰富意涵。
“义理考证文章”说的形成、正式提出、发展

与时代背景、社会风气、文学思潮关系密切。 以此

说为线索，能够纵横交叉地串联起一个时代，甚至

整个文学史、学术思想史、文化史。 在联系外部因

素的基础上，应注重扩大范围，注重挖掘式研究，
集中考察不同时段、地域、身份的个人及群体对

“义理考证文章”说的态度。 “桐城派”内部成员

因学术立场、文学主张、治生方式不同，他们对

“义理考证文章”说的态度也不尽相同，研究者需

加以深入剖析。
学界应进一步搜集、发掘新材料，深入文本内

部，宏观与微观结合，针对姚鼐生平及不同时期的

具体创作展开细致分析，将“义理考证文章”说与

其创作实践相结合，突破基础性、核心性的问题。
古代散文研究不能脱离传统“学术”体系，在传统

“学术”体系中，散文是“学术”本位，而非审美、抒
情、艺术本位，散文只是“学术”总体的一面，是表

达“学术”主张的载体。 当下研究偏重姚鼐艺术

性的文章，对其“载道”之文的讨论略显不足，已
有学者注意到这个问题，撰文探讨姚鼐的经学实

践与“义理考证文章”兼济思想的关系，此类研究

是拓宽姚鼐“义理考证文章”说研究路径的可贵

尝试。
学界宜扩大研究路径，加强各个角度的比较

研究，如乾嘉之际戴震、袁枚、姚鼐、章学诚、段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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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等文人学人相近学说的异同比较，不同代际学

者文人相近观点的异同比较，各家理论与创作实

践的比较，等等。
随着现代学术的发展，学科划分日益精细化，

跨学科研究成为新兴的研究模式和类型。 相关学

者借鉴各类学科的研究方法，不满足于就文学论

文学，在充分体认该理论提出的“原生态”语境的

基础上，将不同学理意义层面的“义理考证文章”
说与哲学、教育学、历史学等学科研究相结合，展
示了会通研究的生机与活力。 论者应立足文学本

位，在深入了解这些学科的基础上，运用新理论、
新方法，在已有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拓展、
完善，避免生搬硬套、牵强附会。

　 　五、结束语

新时期姚鼐“义理考证文章”说研究基本围

绕该说的内涵、渊源与传播、接受展开，兼涉其理

论本体及形成、发展史，研究态度、方法趋于理性

成熟，在数量与质量方面均取得不俗成就，整体朝

精细化方向发展。 论者多以“义理”为主轴，以
“文章”为导向，论及此说四个维度的意义：一指

学科门类，对应哲学、史学、文学；二指治学路径；
三指散文理论，“义理”与“考证”的目的和归宿都

是“文章”；四指“学术”的一体三面。 “义理考证

文章”说有远源，即“学问三分”体系，有近源，即
乾嘉学人的“共同命题”；姚鼐之后的不同代际、
身份、地域的文人学者对此说亦有阐扬。 “义理

考证文章”说是历代文人学者的共同创造，具有

多维度意义，承载着丰厚意涵。 该说的传播与接

受研究多为个案，学界可尝试选取概念史的视角，
结合时代背景、社会风气、文学思潮等因素，系统、
深入地探讨其经典化的过程。 今后研究应注重回

归历史、文本语境，结合姚鼐的具体创作实践，在
充分体认该理论形成、发展的基础上加强学理性

探讨，以更加广阔的视角进一步发掘此说的价值

与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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